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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言

1926年，隨着廣東國民政府發動北伐戰爭，「聯省自治」運動逐漸退出時代舞台，距
今已逾九十周年。但這場在當時引起巨大社會迴響的政治運動，其來龍去脈甚或當
中的一些思想內涵、時代意義或其留給後世的歷史回憶，至今仍值得一再思索。

有關聯省自治運動的前因後果，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專著，有的從宏觀角度觀察
這場運動從興起到式微的各路政治勢力如何相互爭逐、如何各行其是；1有的針對個
別地區例如作為自治模範省的湖南，進行深入研究；2也有上承古代中國的自治傳
統，強調二十年代的「聯省自治」只是這個傳統的一個表現；有探討在晚清立憲風潮
下，清廷派遣官員考察明治日本地方自治經驗以及如何與自身傳統相互結合的關
聯。3也有以聯省自治直接參與者為研究主軸的專著。4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李 

 * 作者衷心感謝匿名評審先生賜予獨到、中肯和深刻的修改建議。本文是香港研究資助局
撥款資助項目「章太炎的『聯省自治』思想研究」（計劃編號 GRF-11400314）的階段性研究
成果，謹向該局致謝！

 1 相關研究見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義與聯省自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年）；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年）；謝從高：
《聯省自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2 相關研究見王無為（編著）：《湖南自治運動史（上編）》（上海：泰東圖書局，1920年）；劉建
強：《湖南自治運動史論》（湘潭：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何文輝：《歷史拐點處的記
憶：1920年代湖南的立憲自治運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Stephen R. Platt, 
Provincial Patriots: The Hunanese and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黄東蘭：《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 年）。
 4 二十年代初期主政廣東的陳炯明曾積極參與聯省自治，其子陳定炎撰有專書研究乃父在 
聯省自治中的作為及影響。見 Leslie H. Dingyan Chen, Chen Jiongming and the Federalist 
Movement: Regional Leadership and Nation Building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nn Arbor, 
MI: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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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嘉的著作至今仍是最為精闢與全面者。對於聯省自治的關鍵人物章太炎（1869–
1936），李達嘉論及不少他的政治主張與實踐，稱章氏「不但是聯省自治的倡導者，
也是鼓吹自治及聯治最力的人物」。然而，李著也不諱言他並不太了解章太炎大力推
動聯治運動的「真正的政治動機」。雖然如此，李著從未否定章氏作為在野政治人物
或文人名流在當時大力推動聯治運動的努力，並明言在他的推動下，「聯省自治運動
確曾蓬勃一時」。5

本文目的不在分析聯省自治興起的時代背景，也不在探討章氏在這場運動中的
角色與政治參與，而是嘗試梳理章太炎聯省自治的思想內涵及其不同時期的變遷之
跡，當中也會觸及他掀起這場運動的目的，並藉上述數點展開關於章太炎思想連續
性與多元性的探討，從而釐清時人對章太炎聯治思想或主張的一些偏頗看法。6

所謂連續性是指章氏不論強調「統一」還是「獨立」，都不是一分為二、黑白分明
的。反過來，他是在統一的前提下要求個體獨立，也在維護個體獨立的前提下要求
國家統一。所謂多元性則是指把個體的獨立與團體、鄉村、省縣、國家、亞洲、全
人類，一環一環地緊緊相扣。這一「環環相扣」是指個體獨立的條件，必須先建基於
團體、鄉村的獨立。至於團體或鄉村獨立的條件，則有賴於更廣大一層的省縣、國
家的獨立；而國家的獨立則建基於區域的獨立，如是類推至世界各國獨立而不受專
制權力或帝國主義霸權控制。從個體到團體乃至國家以及國際，彼此循環往復、互
為因果地發展，最終實現人類大解放的真正大同世界—達至無政府、無聚落、無
人類、無眾生、無世界的「五無」境界。7

研究章太炎的聯省自治的思想內涵，就是要放在他本人關於實現人類大解放、
進至多元共和的大同世界思想脈絡下考察，如此方能釐清他在不同時代對於「獨
立」、「統一」不同看法背後的連貫性與一致性。這樣對於章太炎何以大力提倡和推動
聯治運動的目的有所認識外，也給我們一種更開放、多元和更深刻的角度去了解聯
治運動的歷史意義。

本文所要說明的「聯省自治」運動（時人即簡稱為「聯治」），乃是一種基於擴大 
地方自治權力以制衡、甚至是對抗中央集權的軍事、政治大改革。它的目的是聯合起
各個已經自訂憲法、擁有自治權的省份，通過建立聯省政府來維繫國家的統一，從而
促進世界和平。從這個意義來說，聯治可說是一次從下而上、以地方為本位的政治變

 5 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頁126。
 6 有關聯省自治興起的時代背景以及章太炎在這場運動中的實質角色與政治參與，參陳學
然、徐全：〈章太炎對聯省自治運動的貢獻〉，《漢學研究》第36卷第1期（2018年3月），
頁241–80。

 7 章太炎：〈五無論〉，載《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6年），第4冊，頁
432–35。本文所用《章太炎全集》，除《太炎文錄補編》及《書信集》用2017年版外，其餘一
律依據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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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這場政治變革也是章氏在二十年代的主要政治活動。他給這場變革賦予其他人難
以企及的思想高度與深度，使得這場變革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仍具啟示作用。

在這場政治變革中，章太炎與昔日革命同志孫中山（1866–1925）、北洋政府官員
乃至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1879–1942）、魯迅（1881–1936）等人的立場迥異。8他
對聯治信念的堅定支持與一往無前的推動，反映他背後有一套嚴密的政治哲學。如
上所說，這套哲學的特色是從個人出發，把個體、群體、族群、國家、世界秩序視
為環環相扣、互相重疊的人群網絡。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對「統一」和「自治」持不偏
不倚態度，視兩者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關係。他一方面鼓勵地方自
治，另一方面主張聯合各自治省、地，在各自訂立省憲法的基礎上建立聯省政府，
壓縮中央政府的權力，實現中國真正的和平與統一。

一省一地的自治，常被反對者誣為分離中國，但在章太炎的思想中，「分離」在
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反而是救國救時的實事求是之舉，是杜絕各方競奪大總統、中央
政府權力所釀成兵燹人禍的有效方法。相反，民元以來，北方的中央政府或南方的
國民政府都試圖用武力追求統一，高壓或強權求統一的結果反而造成各種戰禍，促
成各種對立與社會的分崩離析。章太炎深刻認識到這個現象，他用極富哲學思辨的
語言總括出事物的兩面性：「分離反是統一之母，統一反是渙散之源。」9這兩句話清
晰反映章太炎是以地方的分權甚至是分離作為統一的手段，顯示他大開大闔、大破
大立的思想特質。由此觀之，章太炎的統一與分治是相對的，也是辯證地存在的，
既在統一之中講求分權分治，但也在地方分離、獨立時講求統一，形成他在不同時
期對於分治或統一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思考，以求共和理想的最終實現。

為了突顯章太炎聯治思想的特質，本文試從他活動的三個不同時期進行論述。
第一個時期是他旅居東京時期（1906–1911），即他有關「自治」、「獨立」、「聯治」

以抗強權的政治思想萌發時期。在這段期間他撰寫了不少重要著作，諸如〈明獨〉、
〈國家論〉、〈五無論〉、〈四惑論〉、《齊物論釋》。從中看到章太炎是從哲學的高度探
索個體與群體、國家與族群、中國與國際的複雜交錯關係。這個時期的章太炎，特
別強調民族國家（nation-state）是「假有」，個體才是「實有」；同時，他把建國與「聯
亞」—聯合亞洲各國共抗帝國主義強權的志業貫穿起來，將中國革命放在整個亞洲
的民族自救運動之中。

 8 陳獨秀只把聯省自治簡單地貶斥為「武人割據」、「分省割據」、「聯督割據」，見陳獨秀：〈聯省
自治與中國政象〉，《東方雜誌》第19卷第17期（1922年9月10日），頁127–28。魯迅對章
太炎在二十年代推動聯省自治期間與地方軍閥過從甚密，多有批評，並視之為保守落伍
的表徵。見〈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載《且介亭雜文末編》，收入《魯迅全集》（北京：人
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卷，頁565–67；〈趨時與復古〉，載《花邊文學》，收入《魯
迅全集》，第5卷，頁564–65。

 9 章太炎：〈在湘軍總部歡迎會上之演說〉（1920年10月19日），載章念馳（編訂）：《章太炎演
講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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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時期是民國建元時期（1911–1919），即章氏有關美國聯邦政體不利於當前
排滿成功後亟需國家民族融和、統一政局的論述。作為建國元勳的章太炎雖然鼓勵
個體獨立，但在民國建元初期極力主張統一，反對各省獨立。表面上章太炎好像與
他東京時期的言論大相徑庭，但實質上突顯了他對「統一」、「分離」、「自治」持守不
偏不倚且具連貫性的思想立場。他試圖透過匯聚因排滿而呈現獨立的省份，最終建
立一個統一、人人平等的共和政府。

第三個時期是二十年代初的聯省自治運動時期（1920–1925），即章太炎聯合地方
自治力量以籌組聯省政府，進而突顯非武力的統一局面，最終能夠達成再造共和的
理想。這個時期，特別是在聯治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章太炎全力支持湖南自治運
動，反對北方軍閥和南方孫中山的「統一」行動。他把湖南自治視為促進國家政體改
變、再造共和以實現國家民族統一的新嘗試。這種新造憲法、重定國本的嘗試，用
他的話來說，就是一種「大改革」。10這場大改革最後因為南北政府的打擊而落幕。
然而，從它的興起與式微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章太炎自清末到北伐前一段時間
裏，對「國家統一」和「地方自治」的多面性態度：在排滿時期他構思國家新政體，倡
言三權分立的中央集權以維繫國家統一；在民國初年當推行中央集權的南北政府倡
行武力統一中國時，他站出來提倡地方自治。

縱觀章太炎三個時期的「聯治」論述，反映他身為革命家的不同面貌。他既為革
命思想鋪墊（東京時期），也為革命實踐盡力（民國建元時期），又為革命的轉向搖旗
吶喊（聯省自治運動）。但這些不同面貌的背後，總離不開他對個 / 群、國 / 族、中
國 / 世界的探索。更重要的是，無論政治環境是疾風勁雨還是風平浪靜，他都以清
醒、理性的態度面對種種困難和衝擊，從維護個人獨立、自由出發，建立一套既鼓
勵統一又容許自治的「共和政體」。他的「共和政體」構想一方面來自中國本土的歷史
背景（西周的「封建」）和思想觀念（莊子的「齊物」），另一方面源於他與時俱進的國
際視野（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美國聯邦制和明治日本地方自治經驗），11清楚展露章太
炎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今天，不論是重新研究「聯省自治」運動，還是在章太炎逝世
八十多年後重探其晚年的政治活動，都可以發現近代中國人事物的複雜性與多元
性，遠超我們的想像。

東京時期主張「聯亞」的章太炎

個體獨立性與國家建構：地方分權自治緣起

章太炎因「蘇報案」繫獄三年後出逃日本，1906至1911年間滯留東京，在這段期間他
進深一步把入獄前針對康梁維新派而有的排滿理念學術化與理論化。從1894年至

 10 〈章太炎改革法制之新主張〉，《申報》，1922年6月25日，第13版。
 11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3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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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十數年間，他從批判康梁的群體與國家學說、主張亞洲各國
反抗專權壓迫的革命者大聯合，到二十年代推動的聯治運動，無不體現他對個體價
值的大力維護，使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使地方政府在國家進行
武力統一之際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同時也使個人在團體、政黨、國家、組織的層
層權力框架下獲得獨立自主的地位。

章太炎推崇個體獨立自主的思想，可追溯至他在1894年發表的〈明獨〉一文。他
在文中提出「大獨必羣，羣必以獨成。……小羣，大羣之賊也；大獨，大羣之母也 」
的思想觀念，認為國家不至於淪為一盤散沙、能夠團結起來抵抗強權，首先便要清
楚群獨的分野。沒有大群，國人只知小群層面的家庭、宗族、鄉里乃至黨派而不知
道國家民族的重要性，故小群只會戕賊大群的發展。相反，只有真正尊重個人的獨
立性與維護個人的自我價值，並且能夠造福於社會、心懷天下的人，方是真正的不
隨流合俗的耿介不阿之士。否則，只是拘泥於個人的親族團體，或只是獨善其身的
「鷙夫」、「嗇夫」、「曠夫」，如此道德情操的人，沒有真正個人意識的解放，也沒有
自尊自立的意識，更難以心懷所謂「大羣」的國家天下。12

章太炎在其他文章中進一步強烈地闡明個性解放，提出諸如「人本獨生，非為他
生」的個人主義思想。13然而，個體與群體之間並非對立難容。相反，維護個體自由
或尊嚴，與維護國家的公共利益有直接和必然的關係。問題在於，個人的價值或獨
立不能淪喪於其他物事，不論是大群還是小群，不能對個人有所壓抑。在他看來，
國家是由「个體所集成」，個體才能說得上是「實有」；不但國家是「無實有之可言」，
即使是小群的村落、集會、團體、組織等等，亦非「實有」。14

章太炎更加剖析國家與人民的本質，視國家只是「有作用而無自性」的「機關木
人」，也是有名無實的「蛇毛馬角」。15換句話說，國家與人民之間，只有人民才是真
實與最為本質地存在的，故章太炎提出民先於國的觀念：

一、國家之自性，是假有者，非實有者；二、國家之作用，是勢不得已而設
之者，非理所當然而設之者；三、國家之事業，是最鄙賤者，非最神聖者。
此義云何？第一義者：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絕無變異之物有之；眾相組
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組合上別有自性。……凡諸个體，亦皆眾物集
成，非是實有。然對於个體所集成者，則个體且得說為實有，其集成者說為
假有。國家既為人民所組合，故各各人民，暫得說為實有，而國家則無實有
之可言。非直國家，凡彼一村一落，一集一會，亦惟各人為實有自性，而村

 12 章太炎：〈明獨〉，載《訄書初刻本》，收入《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53–54。
 13 章太炎：〈四惑論〉，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444。
 14 章太炎：〈國家論〉，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458。
 15 章太炎：〈五無論〉，頁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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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集會，則非實有自性。要之，个體為真，團體為幻，一切皆然，其例不可
以僂指數也。16

章太炎這段文字把國家、組織、團體、甚至是有血緣關係的一村一落都視為虛幻
的，這些集體的名相及其功能一旦破除，便立刻突顯只有個體才是真實存在，顯示
國家往往是因應政治需要而被建構出來的。因此，國家、政府、團體等等本來都不
是實有，而是依附實有的假有。然而，在現實生活上，人們又不可以沒有國家的保
障以自存。關於這點後文將另作探討，但必須指出的是，章太炎的政治主張往往因
應時宜變化，自由而靈活地看待實有與假有的流變，不執滯一端以追求整體的均衡
秩序和社會的和諧。進深而言，當章太炎以國家為假有，省便是實有；而當他以省
為假有，縣市鄉村便是實有；當縣市鄉村為其假有，則個人便是實有。故此，實
有、假有，不是玄而又玄、脫離現實的哲學討論，而是章太炎看破世界、國家的本
質，最後把真正的關懷回歸至個體。當然，以個體為真而國家為假時，則國家的概
念與神聖性亦盡可破除。由此可見，章太炎的論述充滿了革命的力量。

民族主義與國家的建構

在所有主義之中，章太炎的目光往往集中於民族主義。然而他心目中的民族主義並
不是封閉排外的，而是開放的，是把一己追求獨立自主之心推及弱者，讓彼此聯合
起來共抗強權，最後一起獲得獨立、平等的權利。17章太炎提出：「排滿洲即排強種
矣，排清主即排王權矣。」18可見他排滿革命的目的是要維護自身民族主權。他在〈五
無論〉中又說：「欲圓滿民族主義者，則當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處於完全獨立之
地。」19這些言論均見出章太炎提倡民族主義的目的，是要實現一個真正的大同理想
世界。

 16 章太炎：〈國家論〉，頁457–58。
 17 張志強把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與「無生主義」連貫起來，說明章太炎的「民族主義」並不是單
純追求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而是在各國各自完成民族獨立後，建立一種超越民族主義
的世界秩序。見張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載
章念馳（編）：《章太炎生平與學術》（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頁1016–35。然
而，章太炎這種往外延伸的理念，同時也應倒過來往內深化，即是同時追求本被視為組
成政府的各個省、市、縣、鄉的個體解放以至聯合起來以組裝成新的國家政體，講求內
部的解放與獨立。由是，本文討論「聯省自治」，更要進一步指出章太炎的民族解放和民
族獨立，同時包含了國家內部的各個省、市解放與獨立的目標。故此，不論是對外（國與
國之間）或是對內（縣、市、省與國之間），章太炎都是一個「批判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
者」。他以建立民族國家（nation-state）為手段，去達成個體獨立、各省獨立和國家獨立。

 18 章太炎：〈復仇是非論〉，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274。
 19 章太炎：〈五無論〉，頁430。有關太炎民族主義的開放性及其道德倫理主義的論述，詳見張
志強：〈一種倫理民族主義 是否可能？—論章太炎的民族主義〉，頁10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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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認為達至大同世界的民族主義，必須包含兩個部分：其一是獨立的民族
個體在遭受外力環伺時，內部人民基於愛國之心不斷凝聚而成的共同歷史感情；其
二是維護民族個體的獨立性，使人民在未實現最高尚的「平等自由」的無生主義之
前，讓每個個體的權利均得到維護。然而，無生主義實質上就是盡絕人類眾生的境
界，包括了他於「五無」論中的無政府、無聚落、無人類、無眾生、無世界。但是，
在現實上由於帝國主義強權環伺，無生主義是難以實現的；無政府主義在清末以來
受到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欺壓，對於千瘡百孔的中國而言，為了保存種族，實際
上也不能將無政府主義付諸實踐。20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還是需要那個被章太炎
譏刺為「穢惡」如「乾矢鳥糞」的國家、政府保護的。21他清楚意識到，國家、政府之
所以建立，正是因為國外勢力壓迫所使然；只要外國勢力一天尚存，則己身所處的
國家，其生存之前提就不可以一天無政府。22國家之建立，在他看來本身就是一種迫
不得已的做法。生當其時，建立共和政體，相對而言是眾多國家機制中禍害較輕的
一種，這也就構成了太炎既批判國家機制但又倡言無政府主義、維護共和體制之所
謂「矛盾」思想。23

總的來說，章太炎的政治思想可以歸納為「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 」。24

他從否定國家政府是「假有」出發，進而推崇無政府主義、無生主義，然後轉而提倡
民族主義，建立民族國家以抗強權，直至實現個體的獨立性與自主性。這些反映了
他既能「轉俗成真」—從現實的政治鬥爭中去思考高遠的哲學問題，同時也能「回
真向俗」—從本體論、認識論、心性論的學術思想角度去疏通、解決現實政治的紛
爭矛盾，不「局促於一曲之內」。25這種以批判「假有」去建立「實有」，又反過來發展
「假有」去完成「實有」的雙重辯證法，便是章太炎的政治思想特色。

聯合亞洲各國共抗帝國主義強權

章太炎的「假有」、「實有」雙重辯證法，亦見於他的「聯亞」言論。太炎提倡聯合亞洲
各國以抗衡西方霸權，最早見於他在戊戌變法之前和中日甲午戰爭後的文字。他的

 20 林少陽便曾詳論章太炎的無政府主義含有積極反抗專制權力的深意，表現出對國家權力、
資本權力的批判和對社會主義及民眾解放的追求。詳見林少陽：〈批判無政府主義的無政
府主義者：1906–1908年章太炎與中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關係〉，載張志強（主編）：《重新
講述蒙元史》（北京：生活• 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頁309。

 21 章太炎：〈官制索隱〉，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87。
 22 章太炎：〈國家論〉，頁464。
 23 相關論述另見於陳學然、徐全：〈章太炎對聯省自治運動的貢獻〉，頁247–49。
 24 章太炎：〈菿漢微言〉，載章太炎（著）、虞雲國（標點整理）：《菿漢三言》（瀋陽：遼寧教育
出版社，2000年），頁61。

 25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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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亞思想的核心，也是鼓勵個體「自主」，完成個體「獨立」。對他來說，聯合亞洲革
命者及廣大民眾，目的並不只是對抗外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國家政府之間的聯
合，同時也是為了突顯革命者對內反抗專制、追求民主的聯合與相互奧援。26故此，
「聯亞」與「聯治」是連貫的。章太炎對外提倡「聯亞」，目的是聯合亞洲其他國家人民
來對抗國家政權、政府，維護個體的獨立與自主；對內提倡「聯治」，目的是從內部
範圍講求各個自治省的聯合，反抗中央政府強權以及擺脫帝國主義操控中央以殖民
中國的壓迫。

章太炎聯弱制強的聯亞方案，最早見於1897年2月所發表的〈論亞洲宜自為唇
齒〉一文。他鑑於當時的國際形勢，倡言同為黃種的中日聯盟「遠可以敵泰西，近可
以拒俄羅斯」，27由此而使太平洋區域和平安定。章太炎1906年滯留日本期間，他也
曾倡言中國與印度聯合起來互為屏蔽，共同對抗帝國主義的侵凌。他的〈支那印度聯
合之法〉指出：「支那、印度既獨立，相與為神聖同盟，而後亞洲殆少事矣。聯合之
道，宜以兩國文化，相互灌輸。」28

章太炎1907年4月在日本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
其邦族」。29可謂是繼其〈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一文裏「庶黃人有援，而亞洲可以無躓」
的基礎上，30進一步闡發其更為宏大的亞洲聯合思想（聯亞思想）。這一思想的特徵
表現於藉着聯合亞洲區內各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共同對抗帝國主義、強權主義。具
體做法無過於是使大家團結起來互為屏蔽、互為扶助達至「無受」白種帝國主義的「陵
暴」，以圖「使各得獨立自由」為其宗旨。不過，當強權不只是來自外部勢力還源自內
部時，則聯盟間亦要團結起來推翻內部強權。他說：「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
餘國同會者應互相協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31

故此，聯亞思想得以付諸實踐，前提必須是要大家能夠先接受亞洲各國彼此間
平等而相互獨立和自主，在面對強種侵略時各各聯合起來保護邦族。既然彼此之間
平等、自立，那麼「亞洲和親會」這個推動相關運動的組織，其內部就順理成章不設
立會長、幹事職份。章太炎在〈亞洲和親會約章〉指出：「各會員皆有平均利權，故各
宜以親睦平權之精神，盡相等之能力，以應本會宗旨。無論來自何國之會員，均以

 26 有關章太炎聯亞思想的形成與亞洲主義、日英同盟、印度獨立運動等國際政局聯繫的探
討，見林少陽：〈章太炎「自主」的聯亞思想—《民報》時期章太炎與日本早期左翼運動
及亞洲主義、日英同盟、印度獨立運動的關係〉，載《章太炎生平與學術》，頁970、1015。

 27 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原刊《時務報》第18冊（1897年2月22日）；收入湯志鈞
（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6。

 28 章太炎：〈支那印度聯合之法〉，載《章太炎全集》，第4冊，頁368。
 29 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載《太炎文錄補編》，收入《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7年），頁280。

 30 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頁6–7。
 31 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頁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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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親睦為主。」32這種平等互助互立的思想，借用林少陽的論點，就是源於章太炎
更為根本的具備「濃重的世俗的道德主義及革命色彩」的宗教概念。這一宗教概念是
他揉合儒學、老莊哲學，尤其是佛教等思想資源而成者。33用章太炎自己的話說，就
是：「用振我婆羅門、喬答摩、孔、老諸教，務為慈悲惻怛，以排擯西方旃陀羅之偽
道德。令阿黎耶之稱，不奪於晳種，無分別之學，不屈於有形。」34在這種既復先秦
諸子之古以開啟當下時代的多元性情況下，再結合佛教崇尚平等的教義，構成章太
炎有關各國在當下世界應如何平等、自立地相互對待的主張，以及宣揚弱國在受到
帝國主義外力入侵時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對抗外敵的共同政治綱領。

必須指出的是，章太炎從聯亞到聯治，所體現的聯弱抗暴、解放個體的思考方
式乃至對真俗問題的看法，與他1910年完成的《齊物論釋》一書息息相關。他視國
家、政府、團體、鄉村乃至一切制度都是假有和無自性時，當中對權力的反抗和追
求個體自主獨立的思想是不言可喻的。然而，這些都建立在「滌除名相」，打破國體 / 
群體、省市 / 中央、國家 / 世界等等的界限。為了證明「滌除名相」的重要，章太炎
特別重視〈齊物論〉中堯和舜對談的一段話：堯告訴舜他主張討伐南方小國，目的是
把高尚的文化散播遠方，但他發現南方小國不單不欣然接受教化，反而心中充滿不
悅之情，對堯的美意表示「不釋然」。舜回答說，南方小國猶在「蓬艾之間」，因文化
水平的關係，沒法一下子接受高尚文化，需要時間慢慢熏陶。針對舜的回答，章太
炎寫了很長的評語，其中一段把舜的話與帝國主義甚至是曾為他一度闡揚的無政府
主義連結起來。

今之伐國取邑者，所在皆是，以彼大儒，尚復蒙其眩惑，返觀莊生，則雖文
明滅國之名，猶能破其隱慝也。……或言《齊物》之用，廓然多塗，今獨以
蓬艾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見，尤不易除，夫滅國者，假是為名，此是
檮杌、窮奇之志爾。如觀近世有言無政府者，自謂至平等也，國邑州閭，泯
然無閒，貞廉詐佞，一切都捐，而猶橫箸文野之見，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
美，勞形苦身，以就是業，而謂民職宜然，何其妄歟！ 35

章太炎對「滌除名相」的重視在這裏顯露無遺。他指出，就是聖人如堯、舜也常常自
以為是，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侵略人家。這種虛偽的行為，不單見於帝國主義者的「教
化工程」（civilizing mission），也見於無政府主義者的平等博愛言論。36章氏認為兩者

 32 同上注。
 33 林少陽：〈章太炎「自主 」的聯亞思想〉，頁984。
 34 章太炎：〈亞洲和親會約章〉，頁280。
 35 章太炎：《齊物論釋》，收入《章太炎全集》，第6冊，頁40。
 36 Viren Murthy（慕唯仁）曾對章太炎《齊物論釋》中如何藉「齊物」以批評無政府主義作出論述。
見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Leiden: Brill, 2011), pp. 2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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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章太炎：〈分鎮〉，載《訄書初刻本》，收入《章太炎全集》，第3冊，頁72–74。
 38 章太炎：〈先綜核後統一論〉，原刊《大共和日報》，1912年1月11日；收入《章太炎政論選
集》，頁551。

同樣虛偽，帝國主義者打着「文明教化」的旗號侵略人家，無政府主義者口中雖大喊
消除人類界限，但實際上也是抱着「文野」的偏見進行帝國主義式的侵略活動。

進言之，章太炎源於「齊物論」的反抗強權思想，突顯了從國家到個人的個體解
放與獨立。就抗衡列強而言，章太炎維護的個體專指國家的自治權或自主權；就國
家機器或中央強權而言，章太炎維護的個體專指地方的自治權或自主權。當然，如
果就組織或團體而言，章太炎維護的無疑就是個體的自主與自由的權力。章太炎當
時聯合亞洲各國的黃種之國，目的是共同抵抗歐美的白種帝國主義，是要聯合弱國
以抗強權大國，這也是在無國家、無政府不可能的情況下而各國人民依賴民族主義
團結起來，再與各國民族主義之士共同攜手對抗強權。在追求自身民族獨立自主的
同時，再「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以令其他弱國「得處於完全獨立之地」，這反過來也
是「圓滿民族主義 」的深意所在。以聯合弱者對抗強權來維護自身獨立自主的思考模
式或方法，在二十年代由聯亞轉變為內部的聯合，使受欺壓的地方共同抵抗不合民
國法統的中央強權。

民元強調「統一」而排拒「聯邦制」的章太炎

從早年仍與「尊清者遊」的時期，章太炎因贊成立憲、主張地方自治而有其分鎮之
說。37至其排滿時期，他以一名為建立共和政體而獻身的戰士投入革命行列時，反對
滿清藉君主立憲方式讓皇權苟延殘喘的做法。章太炎發表的〈分鎮匡謬〉，全面轉向
共和體制而不碰當時由清廷主導的地方分權或地方自治問題。然而，這不代表章太
炎否定地方分權或地方自治。他這時表達了欲以共和政體取代帝制皇權以實現國家
統一的構想，地方自治在他眼中也只是清廷用以延續其統治的手段罷了。

排滿反清革命成功後，章太炎為了推動落實共和政體，首先提出促進民族融
和、實現文化齊一的思想，不再攻擊強種的滿清種族在過去如何欺壓漢種的歷史往
事，也不再堅持晚清十年裏主張用血緣、種族來區分民族的差異。相反，他主張深
入認識、理解全國各地的文化風俗差異，派遣官員到各省「分科巡視，知其政俗，以
告於執政，以周知天下之故」；又大力起用前清政府的「退官廢吏」，借助他們「審知
向日利病者」的經驗，不但政府要「引為顧問」，「議院亦當取為師資」。唯有尊重文化
差異，國家才有統一的希望，進而「政無戾民，法無輔惡」。38然而，「綜核」文化、
民俗，任用不同政治背景官員，廣開視聽，只是新建之國的起點。章太炎指出還應
該促使文字、語言盡早統一，最後實現民族共融、相互了解而文化齊一的團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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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39不難看見，他在民國初建數年的各種努力，是欲以在野力量促成一個融合南北
以及不同文化族群的「強有力」共和政府。

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正式成立。1月3日，以章太炎為正會長的中華民
國聯合會宣告成立，這個聯合會被章太炎看作是「大有功於民國者也」。據該會〈緣
起〉，「創設中華民國聯合會，期在聯合全國，一致進行，以扶助完全共和政府之成
立」。這段文字也成為該會〈章程〉中的第一、二條條文，代表了該會的創立宗旨。40

同年3月1日，該會隨着袁世凱（1859–1916）的「北京統一共和政府」成立後也公開宣
告改為「統一黨」。該黨〈通告〉指出：「南北混一，區夏鏡清。共和之政府成，而艱
難復逾於昔。經營構劃，在強有力之政府。謀議監督，在有智識之國民。夫惟集天
下之智勇，聚天下之精材，然後一者不復分，合者不復渙。」41這份〈通告〉表明章太
炎及其領導的在野政治力量，隨着時代政局轉變而亟亟於聯合全國，既告別昔日嚴
分種族與政治背景的革命話語，又踐行排滿時所勾勒的建國藍圖。1912年3月1日，
章太炎主編的《大共和日報》發表中華民國〈聯合會改黨通告〉，正式將聯合會改為「統
一黨」。他闡釋「統一」之意曰：「統一二字，若當國勢鞏固之後，本無庸說，現在則
不得不有所需求。以中國此時，南北尚未和合，外藩尚未親附，政權、兵權，尚未
集中，故宜標示此義。」42

民國肇造，時政紛亂，章太炎與同人倡言加強中央權力以維繫國家統一，這是
太炎從分離擾亂的複雜時局中強調國家的統一。他在〈通告〉再次強調，如要實現中
國統一，必須深刻了解中國的地理和文化。他認為中國幅員廣袤，必須「合蒙、藏各
地而為一國」，方可保全國家的統一。43但在面對行政區域過大而又不能行美國的聯
邦分治之法，則在行政上應效法法國的責任內閣制。〈通告〉也繼承中華民國聯合會
的宗旨，倡言中國內部要相互了解，「輔助共和」，「泯除畛域」，做到「齊其文化」，
「共進文明」。44與此相呼應的是統一黨的〈宣言〉，同樣以宣揚為宗旨，無不說明新
建之民國要融合各族以求共存共榮。將此〈宣言〉理念再作更為具體闡釋的就是統一

 39 正如汪榮祖在論及章太炎文化多元的表述時，便着重論述章氏《齊物論釋》如何對抗「一元
論」，又引申其意指出所謂「齊」，「絕非整齊統一」；並明言章氏「不要強齊，就是為了存
異；能夠相互存異，才算平等」。他的「齊物渺義」對於不同的文化而言就是要「互相尊重
文化的特性」，大家並行不悖，彼此一往平等，共榮共尊。見汪榮祖：〈章太炎對現代性
的迎拒與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
頁166–75。

 40 曹業英（整理）：〈統一黨第一次報告（上）〉，《近代史資料》第84期（1993年11月），頁21。
 41 同上注，頁30。
 42 同上注，頁31。
 43 同上注。
 44 同上注，頁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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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融和民族，齊一文化」的黨綱了。45這一黨綱的提出，據說是為了要糾正滿清統
治中國三百年來未有推行民族「融和齊一」的「惡政」，最終實現漢、滿、蒙、回、藏
五大民族的融和。46

章太炎在民國建元時期主張國家民族統一，是因應中國的實際情形，強調全國
的統一和主張各獨立省份重新匯聚於共和立國的中央政府之下，地方分權或地方自
治絕非這時期政局之所需。相對來說，他的思想在民國成立前後的十多年，即排滿
時期與第一次護法運動時期，與他在二十年代的思想迥然不同。

在排滿時期，基於排滿反帝制的立場，章太炎試圖駁斥當前一切被用以維護滿
清皇權及帝制的說詞。他當時的思想核心是分離「中國」，提倡地方脫離作為中央政
府的清廷而獨立，透過「分離」以實現歷史文化意義上真正「統一」的中國。他認為結
合中國歷史背景、地理疆域廣袤、人口眾多等因素，美國聯邦制作為建國後的政體
模式只會讓國情更加複雜紛歧，用美國代議制作為監督政府的方法也徒添爭鬥。47他
從不同角度提出中華民國成立後的新政體不能夠效法美國聯邦制和設立議會的理
由，目的是避免中國進一步分裂，防止政權為少數權貴所把持所操縱。他從中國千
古人情風俗、悠長文化歷史演變等方面出發，闡明中國難以「聯州」形式組成類似美
國的聯邦政府：

自宋以降，南人視北人則有異，荊、揚、益三州人視嶺外人則有異。地方
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蘇、安徽比鄰之民，又且相視若戎狄；濱海通商之
地，其民羯羠不均，顧反有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若一日分為聯州，
其逖離則愈甚，而南北美之戰爭將亟見于漢土，于民族主義甚反矣。夫山人
誚澤人則以為蛙黽；澤人誚山人則以為貙狸；將由老死其鄉無交通之利便故
然耶？斯又未諦合震旦冠帶之區，大於英德法三國。彼以政俗不同，轉相鄙
賤，雖交通利便不為損。今若分置聯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48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發表的演說，也警戒新政體切勿模
仿美國推行聯邦制，否則全國陷於分離。他認為：「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
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他又具針對性地指出中國歷
史文化與美國「絕不同」；美國是一個新建國家，「其所設施，皆可意造，較中國易，
無習慣為之拘束也」。美國所行之聯邦制尤其不能為中國所效法：「美之聯邦制，尤
與中國格不相入，蓋美之各州，本殖民地，各有特權，與吾各省之為行政區劃、統

 45 同上注，頁33。
 46 同上注，頁40。
 47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頁305。
 48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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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上之演講〉（1912年1月3日），載《章太炎演講集》，
頁113。

 50 同上注，頁113–14。
 51 章太炎：〈在統一黨南通縣分部成立大會上之演說〉（1912年4月8日），載《章太炎演講集》，
頁118。 

 52 章太炎：〈代議然否論〉，頁306–8。

一已久者不同，故不能破壞統一而效美之分離。」49他認為中國若用美國的聯邦體
制，無異於本末倒置。由此而論，這種「統一」倒是「渙散之源」和致亂之源，結果只
會加速國家的分崩離析。

章太炎在民元時不主張中國推行聯邦制，是鑑於中國當時的實際政局使然。清
廷的覆亡是因各省紛紛舉起獨立大旗所致，但在推翻清廷後則「新建之民國」便不能
再言「所謂獨立」。為了收束各路勢力以免國土四分五裂，章太炎呼籲全國速求統
一，統合於共和政體下。他更倡行「國家社會主義」，建議「速謀語言統一」來增進文
化融和。50當中央政府做到「統一以後」，便要將各省都督稍加裁汰，或者將各省都
督對調，以利於辦事。51章太炎理想中的民國政體需由民眾普選總統，司法、教育二
權獨立，藉以制衡大總統權力；而大總統權力也被限於行政、國防以及代表外交事
務，在地位上宜與司法、教育首長 / 學官相等。總統有罪，司法首長可予以「逮治罷
黜」，而監督政官之權責也在「法司」；至於本由議會或代議士主導之立法權，章太炎
則將其權柄歸在「學官」之下。根據他的論說，學校、學官與政權、政官相抗，其源
有自，直到孔子、老子才將官學轉移至庶民階層。對於民國之學校，除了小學與軍
校可交由政官管理，所有學校都須由具獨立地位、且在權位上能與總統互成「敵體」
的學官管理，由此構成既有類似於西方大總統主掌行政而提高國家行政效率的政
權，同時又使行政、司法、教育三權相互獨立以避免權力被總統把持的局面。52

上述諸種論述，反映章太炎這時期要實現一個權力受到約束但又能夠具集權管
治能力的中央政府。他主張建立總統、司法、教育三權分立的中央集權政體，藉以
提高國家施政效率。更準確地說，他這個階段乃是在集權之中講分權，在分離之中
求統一。集權是為應對四分五裂之中國政象而論，統一亦是在倡談重新規劃行政區
域時所言，但同時也有其主張地方自治、分離於權力過大的中央政府武力操控，進
而達成非武力的文化融和、民族統一的目標。章氏於清末、民元期間圍繞統一與分
離的種種思辨與構想，成為他在二十年代蘊釀聯治思想以及戮力推行這一運動的思
想基石，同時也是他追求國家大統一思想的延續，其中尤着重於限制中央及大總統
的權力。由此觀之，章氏由清末求地方自治以聯合革命力量，求聯合亞洲各國以共
抗帝國主義，再到民元時期推動五族共和、倡議民族融合以排拒美國的「聯邦制」，
都是他再造共和、實現國家民族統一過程中與時俱進的救時主張，當中無疑有其思
想的延續性與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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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聯治」時期的章太炎：倡議自治

章太炎的聯治主張與實踐

隨着民初混亂政象擴散，章太炎的政治理想愈來愈難實現。1916年袁世凱逝世，隨
之而至的是護國戰爭以及章太炎參與其中的第一次護法運動。章太炎苦苦追求的共
和理想在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完全落空，他與昔日的革命同志孫中山在統一中國
的問題上產生諸多矛盾。從袁世凱稱帝到孫中山意圖以武力統一中國（甚至是被章太
炎後來看作是以「赤化」形式統一中國）時，中國不但未能統一，反而出現更多勢力
拼命競逐中央權力與大總統權力。在章太炎眼中，把民國合法總統黎元洪（1864–
1928）驅趕下台的北洋政府固然不合民國法統，憑藉非法國會選舉出來的大總統孫中
山同樣不合法統，而且違反共和理想。他沒有響應孫中山發起的第二次護法運動，
甚至將當前的護法運動斥為「借名護法，陰圖割據」。53

民國成立以來無日無之的政治爭鬥，改變了章太炎的政治立場。一方面，中央
政府在違反共和理想和民國政統的情況下，無法駕馭各地軍政勢力，促使民國後各
地軍政難以統一於中央政府的權力框架之下；另一方面，掌握實權的各路軍政首
領，在國家權力中樞疲軟的狀態下，試圖問鼎總統、總理大權與國會控制權，進而
搶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實行專制統治。54中央集權或總統權力夠大，本應可以透過
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維持國家平穩，達至統一；但當前問題是缺乏共同認可的憲法，
掌握實權的各路軍政首領無所依從。南北政府和西南軍閥間的合縱連橫也造成了政
權中樞愈是疲軟潰散，各路問鼎總統、總理大權與國會控制權的勢力便愈是熱切競
奪權力。

1920年年底開始，章太炎私下和公開提出先求自立省憲、實現省自治的見解。
他在寫給四川將領熊克武（1885–1970）的信函中指出：「省憲未成，則聯省亦是假
定；國憲未就，則政府何自產生？」55此論可謂一針見血，清楚指出訂立憲法、制度
是確保國家達至統一的根本保障。他在寄給熊克武與趙恒惕（1885–1970）、陳炯明
（1880–1971）等人的信中，清楚指出：「有省自治而後有聯省自治，有聯省自治而後
有聯省政府，節次稍差，便為躥等。」56

章太炎自此便公開大力呼籲各省舉起自治、立憲的大旗，讓人民成為國家的實
體，享有自主權和選舉權，使國家政權從中央到地方的管治得到人民的監察。這種
國家權力裝置的監管舉措，不但監察中央政府權力，同時也使中央政府在複雜紛擾

 53 王無為：〈章太炎聯省自治之建議〉，載《湖南自治運動史（上編）》，頁104。
 54 同上注，頁104–5。
 55 章太炎：〈與熊克武〉（1920年12月10日），載馬勇（編）：《章太炎書信集》（石家莊：河北人
民出版社，2003年），頁714。

 56 章太炎：〈與熊克武〉（1921年3月11日），載《章太炎書信集》，頁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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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際競爭格局下，免受列強操控而影響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用章太炎的話說就
是：「必推翻外人所憑藉以欺凌國人之中央，方能建成完全獨立之健全國家。」5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聯省政府畢竟是在「中國既不能絕對無政府」的情形
下出現的，58它是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下最能重新彰顯共和理想的一種政體。章氏這
樣說：「中央政府，一變而為賣國機關，有之不如其無。然因代表全國之關係，又不
能廢此政府名稱，不得已乃有聯省自治之主張，以冀限制其賣國之權。」59他又在一
篇名為〈各省自治共保全國領土說〉的文章中，清晰表明了當前中國強用武力統一，
只會加劇軍事爭鬥以及讓全國盡為外敵控制。60正如他排帝國主義必先排滿的思維一
樣，欲對抗當前的外力，莫過於對抗當前欺壓百姓的中央政府，由此而有其必須藉
聯省自治以釐清中央與地方的角色與功能，甚至外交、財政、軍事大權都不得由中
央操控而應交還地方專主，藉以對付外患。61章太炎這些說法清晰反映了他在二十年
代初期已經否定1912年的中央集權，因為他於這時已看清楚中央政府已遠遠告別了
民元初建時那個或有可能實現共和理想的政府；相反，這時的中央政府完全是欺壓
人民、凌暴省地的專制強權。他遂因應時變，大力主張還政於民，分權於民，讓各
省自治自保。

章太炎所倡議中央與地方的分權限度，遠大於歐美國家。中央由是只成虛位，
地方佔有絕對實權。地方由本來受壓的弱者，在改變角色後擁有獨立、自主的自治
權力。由此可見，章太炎的聯省自治是要「聯合」弱者、虛置中央政府以對抗強者的
政治方案，並且壓縮大總統權力以免它成為致亂之源，使人民成為國家的實體，享
有自主權和選舉權，讓國家政權從中央到地方的管治都受到人民監察。這種國家權
力裝置的監管舉措，不但監察中央政府權力，也使中央政府在複雜紛擾的國際競爭
格局下免受列強操控，影響民族國家的整體利益。這種聯弱禦強的思想方案，與他
在1906年構想的聯亞思想，在反抗強權方面有本質上的相同之處。

回到聯治運動的政治構想或其實踐的問題上。章太炎一方面藉着地方自治、分
權以求削弱權藉過大的中央政府與大總統權力，由此消弭各路勢力為爭權奪利而產
生的禍患；62另方面也透過聯省自治的實施，既保一省自治同時又推進各省聯合以成

 57 章太炎：〈在湖南省省長餞送宴上之演說〉（1925年10月15日），載《章太炎演講集》，頁
292。

 58 章太炎：〈與各省區自治聯合會電〉（1921年1月6日刊於《申報》），載湯志鈞：《章太炎年譜
長編（增訂本）》，頁353。

 59 章太炎：〈在國是會議上演說天壇憲法之缺點〉（1922年9月10日），載《章太炎演講集》，頁
273。

 60 章太炎：〈各省自治共保全國領土說〉（手稿，潘承弼舊藏），收入《章太炎政論選集》，頁
755。

 61 王無為：〈章太炎聯省自治之建議〉，頁104–5。
 62 章太炎：〈聯省自治虛置政府議〉（1920年11月9日），收入《章太炎政論選集》，頁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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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省政府，實現中國的真正統一。為了打破當前軍閥政權及製造亂源的中央政
府、總統、國會，章太炎已不再如辛亥前夕那樣主張三權分立和反對議會制度，轉
而倡言強化地方、弱化中央之策。他把組成國家權力架構的憲法、國會、總統譏刺
為「三蠹」，明言三者是權力爭鬥、引起戰禍的致亂之源，只要「三蠹」不除，則中國
難有一天安寧。63既然要廢棄大總統一職，那麼日常的國家行政工作可以透過另設一
行政委員會以集體負責制的形式處理政事，進而確保中央不得干預省級政事，確保
聯省自治政體得以有效實現，重新締造「共和」的理想。至於各地方的省內自治模
式，章太炎以下一段話可略見其梗概：「自今以後，各省人民，宜自制省憲法，文武
大吏以及地方軍隊，並以本省人充之，自縣知事以至省長，悉由人民直選；督軍則
由營長以上各級軍官會推。令省長處省城，而督軍居要塞，分地而處，則軍民兩
政，自不相牽。其有跨越兼圻，稱巡閱使或聯軍總司令者，斯皆割據之端，宜剗
去，此各省內治之大略也。」64

章太炎的聯治政體，其興起因由、權力分配與除授乃至具體實施步驟，另見於
《申報》的一篇公開電文。他在文中透過自治之途，釐清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步驟。
即實現第一步的省份自治後，進而實現第二步的聯省自治，再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
實現第三步的具備中央性質的聯省政府。65進言之，沒有地方自治，則地方權力不能
彰顯；自治而不聯省，則難以維持自治局面。有了聯省自治，方才有聯省組成的中
央政府。由是可知，單純講求一省一域自治，不是章太炎的最終意願。他要把自治
的經驗或模式一層一層如波紋擴展般推及其他各省，最後聯合起各個自治省組成聯
省政府，實現全國的和平統一。

為了回應時人對聯邦制不合中國歷史、破壞統一的批評，章太炎重新闡述他對
聯邦制的看法，放棄了中國自古以來是國家統一、省為行政區劃之說，轉從中華民
國的構成作為起點，說明中華民國由所有脫離滿清政權的省份組成，故中華民國是
先有省後有國：「以目前中華民國之歷史論，實先有省而後有國。蓋自武昌起義，南
北響應，計宣告獨立者十有五省，省皆自主，非受武昌命令，亦未嘗以武昌為中央
政府，當時固只有省，未有國也。及各省分派代表，組織臨時政府，而後國家之形
可見。是民國之歷史，以省集成為國甚明。」66章太炎以捨遠取近的方式重新闡釋可
為其使用的歷史資源，嘗試為其大改革提供合理合法的依據。至於其政治改革的推
動方案，先在中國各省地推行自治，然後聯合各自治省組成聯邦政府，這種組成國
家的方式切合中華民國發展的客觀歷史。順應這一建國步驟，重新釐清中央與地方
的權責，設立集體負責的行政委員制，取代國家元首集權的大總統職權，杜絕「一人

 63 章太炎：〈弭亂在去三蠹說〉（手稿，潘承弼舊藏），收入《章太炎政論選集》，頁756。
 64 王無為：〈章太炎聯省自治之建議〉，頁104。
 65 章太炎：〈與各省區自治聯合會電〉，頁353。
 66 章太炎：〈在國是會議上演說天壇憲法之缺點〉，頁2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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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治，適為亂源故也」的弊害。同時也倡導修定憲法，達成「群才當位」，止息紛爭，
讓人民獲得「少安」。67

既然民國之亂是源於一人獨治的元首集權，而各路勢力又爭逐這一作為國家元
首的總統、總理權位；為止息亂源而促成群才當位以作分權管治，便是解決問題的
一法。不過，在章太炎看來，各路勢力競奪所反映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中國缺乏一
個真正能駕馭全局的人，而這也是造成各路競逐、爭端戰禍頻生的原因。他在1924
年一封寫給段祺瑞的信中，便敦促對方不要打壓聯省自治，同時也說明他與唐繼
堯、孫中山、黎元洪等人勢均力敵，如果繼續追求「統於一尊，則爭端又起」。68

在缺乏有才幹、具卓識之士或可孚眾望者的情況下，南北政府盲目追求統一，
只會徒增戰禍，加速國家分離，故「統一」就是前文所說的「渙散之源」。至於「分離
反是統一之母」則反映了在章太炎的認識裏，如果真正要達至統一，則必然要收束橫
行於當世的各路均勢政權；而收束之道則在於先實行聯省自治，讓各省以平等、自
主、自立的狀態自訂憲法，聯合各自治省以成聯省政府。聯省政府中設以行政委員
負責國家日常事務，但軍事與財政仍屬地方管轄，由此打破大總統的國家元首集
權，並解決中國當前被西方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霸權操控的亂局。

章太炎在1924年的一封批判葉德輝的信函中，也表達了他對於如何解決國家分
離以保統一的論述。如不能破除北洋政權，亦當藉自治以保一方淨土。中國當前既
沒有超卓領袖統合全局，各路實力相當的軍政勢力踐行聯省自治之策，方是解決國
家分裂以及實現國家統一的希望所在。他的見解是這樣的：

誠欲統一，則當號師仗順，致屆宛平，殲厥渠魁，屈此群醜，然後萬方和
會，自無分離之勢矣。苟不能然，即應為南方留乾淨土。……討賊不成，就
自治之說也。中土自秦漢以來，或分或合，本非一軌，孫、劉之才，縱不可
望於今日；然北廷之僭位者，果有丕、叡之能，其為偽廷將相者，果有陳長
文、司馬仲達之望乎？ 69

基於上述諸種因素，他竭力維護湖南的自治局面—「欲其保存自治，維護省憲，
不與內亂諸賊同污」；70並且敦責北洋政府首腦段祺瑞不要試圖改變西南各省固有的
自治格局。71章太炎相信，只有推行聯省自治，制定憲法，方能阻止國家因各路軍閥
爭鬥或武力統一中國所釀成的分離局面。

 67 章太炎：〈與段祺瑞〉（1924年11月19日），載《章太炎書信集》，頁626；〈與段祺瑞〉（1924
年9月27日刊於《申報》），載《章太炎書信集》，頁625–26。

 68 章太炎：〈與段祺瑞〉（1924年9月27日刊於《申報》），載《章太炎書信集》，頁625。
 69 章太炎：〈與葉德輝〉（1924年4月3日），載《章太炎書信集》，頁603。
 70 同上注。
 71 章太炎：〈與段祺瑞〉（1924年9月27日刊於《申報》），載《章太炎書信集》，頁626。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7 - July 2018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陳學然  韓子奇220

要之，章太炎的聯治構想與行動，面對的是以武力反分離以求國家統一的北洋
政府，同時還有藉武力統一以反分離的南方政府。他提出了第三條道路，徹底放棄
曾經共事的南、北政府，轉而聯合起其他軍政勢力，藉着聯省自治的政治方案解決
危局。他以地方分權與自治為手段，實現國家統一的目標，與「聯亞」在反抗強權方
面的思想主張有本質上的相同。不難看見，他在清末至二十年代的思想變化過程
中，乃以民族統一、融和民族、齊一文化為思想歸趨，致使他審時度勢，提出救助
時弊的方法，一以貫之地體現他集權之中講分權、分離之中求統一的思想特質。

湖南自治受挫後章太炎與聯治運動的落幕

1923年，湖南自治運動處於波譎雲詭的南北政爭及湖南內部政局裂變而舉步維艱。
湖南當局多番撰信請求章太炎給予支持，章氏也密切注視湖南政局及聯省自治的發
展走向。72他在報刊發表大量文章之餘，聚集一大批學者名流聲援自治運動。在這過
程中，他與反對聯省自治的南北政府為敵。究其原因，是章太炎視聯治運動為重建
民國法統、再造共和政體的希望所在，更將聯治運動直接看作是徹底解決當前政治
困局的根本方法。他在一封寄給趙恒惕及西南中國軍政要人的公開信裏，便清楚表
現其深層而多元的政治思想：

聯省自治之議，造端民九，鄙人實建其謀。蓋以政治言，地大非一政府所能
獨理；以歷史言，則中華民國之建立，本由各省軍府集合所成；以時局言，
非聯治不足以戢軍閥之野心也。……今者，南北十省，唯當以自治名義聯拒
寇仇，然後兵以義舉，不為苟動，遠作新共和之根本，近杜旁觀者間言，較
之虛言革命，馳想和平統一者，其於人心違順，必相去遠矣。73

由此可知章太炎之所以被視為「鼓吹自治及聯治最力的人物」，實緣於他欲藉聯治再
造共和。不過，時局劇變，遠非章氏其人可以預料。1923年7月，推動湖南實行自
治的前省長、總司令譚延闓（1880–1930）與湖南湘西鎮守使蔡鉅猷（1875–1933），接
受孫中山的差遣與調度。譚延闓受命取代民選省長趙恒惕，成為湖南新省長與湘軍
總司令；蔡鉅猷則宣告脫離湖南省政府，對湖南自治大肆攻擊。另一方面，趙恒惕
當局也面對吳佩孚（1874–1939）廢省憲、棄自治的軍事威脅。趙氏親函章太炎徵求解
決時艱方法，章氏覆函直指趙氏應不惜個人身家性命地討伐違憲抗命的蔡鉅猷—
「既為保障省憲，慎固封守而戰」。對於煽動蔡氏叛變的孫中山，章氏直言「罪不容

 72 本節主要闡述湖南自治受挫之後章太炎的思想發展，有關章太炎與湖南自治運動興起的關
係，參陳學然、徐全：〈章太炎對聯省自治運動的貢獻〉，頁263–75。

 73 章太炎：〈與趙恒惕〉（1923年4月12日），載《章太炎書信集》，頁748。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7 - July 2018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分離」與「統一」的多元辯證 221

誅」；74又視孫中山以大元帥的身份行事為有違「吾國法定之職名」，逕視為「祇與前
代廢官相等而已」、「不能加入省長之上」，建議趙氏毋需理會。75

然而，面對南北政府壓力及湖南內部矛盾，湖南自治政府陷於廢止省憲、修憲
的風潮中。1924年9月，湖南省議會最終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通過修憲提案。新省
憲擴大及集中了省長權力而趨向於總統制精神，承認北京的國家政府權威，甚至變
成親段祺瑞政權。76湖南省議會也加入了段氏籌辦的「善後會議」。拒絕段氏邀請加
入善後會議的章氏對湖南省議會大感失望，直視此舉為「全國之羞」。77

章太炎在推動擁有軍政實權的領袖實現聯省自治之餘，也聯合了一大批社會名
流推動聯省自治的主張。這固有為聲援實行聯省自治的省份大張其軍之意，同時也
有自組有力政黨以更全面實現政治主張的目的。781924年7月下旬，章太炎聯結同仁
創立「聯治社」，以「打破舊有一切團體，以聯治主義為結合之中心」，79繼續鼓吹藉
聯治改造國家的主張。章氏在他撰寫的這篇頗有類於籌備宣言的函件中，力數當前
國家的禍國殃民政令，提出打破現存權勢以求國家真正統一的構想：

自民國成立以來，未有悖亂若斯之甚者也。同人等困心積慮，原始要終，
以為欲謀民國之統一，為在打破蹂躪省權之勢力，而以各省為同流共進之單
位。欲謀國憲之成立，首在消滅謬托法統之國會，而以聯省會議為根本解決
之樞紐；欲得聯省自治之實際，首在卻還偽憲賦予之自治，而以人民自決為
特立獨行之主張。由是集合同志，共籌聯治社之發起，以貫徹上述政策為職
志。80

上函反映章太炎不甘於湖南自治受挫而與褚輔成（1873–1948）、但燾（1881–1970）、
章士釗（1881–1973）等結社求變，亟亟於擴大影響力。章氏二十年代數年間，身處戰
禍連綿的國度，以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的決心，推動國家統一，力求地方分權、自
治，反對各路武人爭鬥造成中央與地方對立。但是，他同時也是以地方分權、自治
及自主為前提，追求國家的非武力和平統一。值得注意者，是章太炎在反對聯邦乃
至推動聯治過程中，一直貫徹其「分離反是統一之母，統一是渙散之源」的信念。他

 74 章太炎：〈與趙恒惕〉（1923年7月23日），載《章太炎書信集》，頁751。 
 75 章太炎與趙恒惕函（1923年7月30日），原刊長沙《大公報》，1923年8月6日；收入上海人
民出版社 （編）、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書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987。

 76 劉建強：《湖南自治運動史論》，頁217–18。
 77 〈章太炎在湘之兩演講〉，《申報》，1925年10月11日，第9版。
 78 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頁126。
 79 章太炎：〈與各省議會〉（1924年7月28日），載《章太炎書信集》，頁823。
 80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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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徹底打破當前政治權勢的思維，透過中央與地方自治、自立省憲的分離形式達至
國家的和平統一，反過來批判南北政府強用武力統一為中國帶來的種種禍患。透過
「不齊而齊」81、「實有」與「假有」的辯證思考方法，他闡明了對現實政治制度的構思，
並力求付諸實踐，成就學術輔翼政治改革的經世志業。

雖然章太炎落力推動聯省自治，但聯治的主張與革命時代轉向越來越激烈的社
會思潮始終格格不入。時人抱持激進的形形式式主義宣揚社會革命，反抗軍閥。在
解救個人、國家乃至世界的強烈意願下，「主義」與「黨」提供了新路徑、新方法，讓
人感到為個人與國家找到出路。82聯治運動這種存在不少爭議的政治改革，其決定權
最終仍由各路軍政強人所操縱，隨着革命風潮激盪而淪為割據自保的淵藪，遭受各
方的批判。83

章太炎重造共和的理想，有其削弱軍人地方勢力與倡揚人民自治思想的成份。
他要求在聯省自治的基礎上再實現「聯省政府」，最終實現中國大統一理想。這與擁
有主導力量的軍人，多欲藉聯省自治之名以行其自保權力之實的目的大有落差，致
使未能誘導軍人真心實現自治的構想。再加上南北政府干涉以及地方內部權力分
化—湖南省省長趙恒惕修改省憲法以利於集權，其下屬唐生智（1889–1970）又與
他爭奪政權，再加上追求武力統一中國的激進思潮及共產革命風潮勃興等等，均迫
使聯省自治在1925年逐漸偃旗息鼓。

1925年，聯治風潮雖已陷入低谷，但以章氏為中心的「聯治派」仍在北京活動，
請求中央政府實現聯省自治。然而地方軍閥本來就不願聽命於中央，他們的目的只
在於擴張自身勢力與地盤，因此聯治派主張的裁督為長（裁撤督軍，改為省長）無異
於與虎謀皮。在當時的輿論看來，聯治的真正出路在於聯治派要把改革的理念與行
動面向民眾：「要之，聯治派在北京運動，已經大誤特誤，用這種請願主義，叩頭主
義，要求省民自治，無異與虎謀皮；所以我希望聯治派『向民間去』培養民眾實力，
使各省民眾去革各省軍閥的命！」84然而，以文人名流為骨幹的聯治派最終因為自身
的局限，未能在民間培養起民眾實力。自今視昔，培養民眾實力以行革命之實而得
以成功的，只能說是二十年代中後期崛起的共產黨。曾經一度大力支持地方自治甚

 81 章氏有言曰：「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自非滌除名相，其孰能與
於此。」見章太炎：《齊物論釋定本》，收入《章太炎全集》，第6冊，頁61。另外慕唯仁在
討論章太炎的佛學思想時，也曾論及章太炎《齊物論釋》中如何「破名相」的問題。見 
Murthy,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pp. 208–12。

 82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主義」與中國近代私人領域的政治化〉，《思想史1》
（2013年），頁92–95。

 83 李達嘉：《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運動》，頁119。
 84 掖神：〈評聯治派在北京活動〉，《孤軍》第2卷第11期（1925年4月），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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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宣揚湖南獨立建國的毛澤東（1893–1976），85於其領導下共產黨更把「向民間去 」
這一口號演化為一個新時代的思想旗幟。毛澤東從1920年大力支持聯治運動，在
1922年已轉變成激烈的批判者。他領導民眾革命運動，推翻現有政體，以大破大立
姿態重立政統、道統。章太炎等人推行的聯治運動，在1927年北伐運動拉開序幕後
便離開了時人視線。

前半生深受時人推崇的「有學問的革命家」章太炎，晚年因為「聯省自治」而飽受
譏評，被昔日學生魯迅斥為思想落伍、倒退、頹唐而僵化的標誌。86魯迅也把乃師與
西南軍政要人來往簡單地看作是與軍閥勾結、沆瀣一氣。87類似於魯迅的批評普遍見
於今天的學術界，不少人把章太炎積極推動聯省自治運動逕視為他的人生污點。魯
迅有關章太炎「拉車屁股向後」的譏刺，一甲子以來學界批判章太炎聯治思想時一再
隔代重現。學者有的把章太炎在聯治運動中的言行斥為「反動」，「敵我不分，……影
響十分惡劣，對大局極為不利」，「徹底失敗和破產」；88也有的指章太炎這段期間與
軍閥勾結，「頤指氣使，……反做了軍閥政府爭權奪利的旗號。……成了許多地方軍
閥掌中的玩物」。89湯志鈞在談及章太炎聯省自治一事時也極不以為然，認為這反映
了章太炎在「思想上的逆轉」，「為地方軍閥所包圍利用」；他反對孫中山出任非常大
總統也是在「思想已跟不上形勢的發展」，連帶而至的就是批判他在這段時間思想右
傾、學術「陵替」、建樹遠不如前。90

不難看見，上述的連串論說對章太炎面對的時代問題及其聯治思想欠缺深入把
握，致使出現不少十分偏頗而亟待補正的論述。正如王汎森所說的，章太炎本身是
一個「奇特的複合體」。在他的思想世界裏，復古與趨新、復古與反傳統是複合而不
是相互矛盾的。91如果只從太炎生命的某個片段或某一事件來觀察他的思想，只會淪
為瞎子摸象般破碎、偏廢，同時也無法捕捉其「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向俗」的思
想變遷之跡，對於其「實有」、「假有」之辨也就更加難有體會。

 8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
（一九一二年六月—一九二 年十一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版），〈湖南
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頁440–44；〈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頁
453–55。

 86 見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頁565–67；魯迅：〈趨時與復古〉，頁564–65。
 87 魯迅：〈致曹聚仁〉，載《書信》，收入《魯迅全集》，第12卷，頁185。此信寫於1933年6月

18日。
 88 李潤蒼：《論章太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51–62。
 89 姜義華：《章太炎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頁322–28。
 90 湯志鈞：《章太炎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332–33、340。
 91 王汎森：〈從傳統到反傳統—兩個思想脈絡的分析〉，載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
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頁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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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當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章太炎在晚清排滿革命時期強調獨立而主張地方分離於「中
央」，進而實現歷史、文化上的國家統一，在1911年則又以革命元勛的身份主張統一
而批判聯邦制，至二十年代同樣因為要求統一之故而轉向「聯治」。外表上這三個變
化好像顯示章太炎的政治立場搖擺不定，但內裏其實是緣於他以辯證態度對待「獨
立」/「分離」和「統一」。如果從政治實踐的角度來評價章太炎，他推動的「聯省自治」
無疑是失敗的；但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評價他，則他提倡的「聯省自治」理念無疑是
豐富和深邃的。這一豐富和深邃的思想特質，基本上可從以下三點反映出來：

第一，章太炎的聯治思想在三個階段有其前後一致的連貫性。這種特質是圍繞
着「統一」與「分離」的辯證關係下多層次、多維度重疊構成的。這一構成遍見於他在
不同時段的政局發展下，因應世變而對自治、集權、統一、獨立等都有不同但前後
並不互相矛盾的看法。其中的複雜性與多變性，當時的人很難瞭解，這就是章太炎
其人其學何以受到嚴重誤會的因由所在。

第二，貫穿章太炎三個不同時期的政治思想是有其多元性的。透過上文論述，
我們可見所謂多元就是指個體（individual）獨立必須在族群（local and communal） 獨
立的前提下出現，而族群獨立或者相對於國家中央政權的地方政權獨立必須在國家
（national）獨立的前提下出現。國家獨立必須在區域（regional）的獨立下方能實現，
而作為區域的亞洲的獨立必須在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全球（global）霸權解體的情況
下方能實現。

第三，章太炎政治思想強調所有物事的相互關連性，彼此一層復一層、環環相
扣；因此，當要維護個體獨立和自由時，必須把個體與群體、國族、世界連貫起
來，形成一條連綿不斷的布帶。在這條布帶上，每個部分或每個段落都是首尾呼
應，一個是假有，一個是真有。個體是實有時，群體便是假有；省市是實有時，國
家便是假有。把國家放在亞洲的專制權力下時，國家是實有而亞洲便是假有；把亞
洲放在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下時，則帝國侵略者所操縱的這個「世界」是假有而亞洲才
是實有。但是在現實上，每一個部分的「實有」往往受制受壓於「假有」，難以展現其
真實而獨立的價值。92在《齊物論釋》中，章太炎批判下士鄙執於「齊其不齊」，就是
指出在現實社會之中，專制權力對個體的壓迫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無遠弗屆

 92 就布帶而言，章太炎嘗於〈國家論〉藉「線縷」與「布帛」的關係說明個體與組織的「實有」、「假
有」關係，瓦解組織的權威與神聖而突顯個體的自性與永恆的真實性，其言洞見本原：
「當其為布帛時，此一線一縷者，未嘗失其自性；及其解散，則線縷之自性猶在，而布帛
則已不可得見。是故線縷有自性，布帛無自性。布帛雖依組織而有，然方其組織時，惟
有動態，初無實體。若爾，組織亦無自性，況其因組織而成者，可得說為實有耶？」（頁
458）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o. 67 - July 2018

©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分離」與「統一」的多元辯證 225

的；而民元以來，南北政府推行武力統一，在章太炎眼中也就是以「齊其不齊」的粗
暴方式對付一切對立勢力。然而，章太炎所憧憬和追求的是「上哲」之士「不齊而齊」
的理想社會政局與多元文化環境。

綜合以上三點，章太炎基於對現實社會政局的深刻觀察與哲學思想的超越性，
強調不論是個人團體、地方政權、民族國家、亞洲各國、甚至全球各地不同的國
家，其實都應該抱着「不齊而齊」的態度去建立共存共榮的關係，並在提倡、維護個
體到群體乃至眾生都完全平等的前提下，建構各式各樣的團體制度和群體組織。我
們從中也清楚看到章太炎思想的高度與深度，他以超越宇宙萬物的高度來看待世界
的本質；並且以超越無生主義的無限性來發展包括排滿、反帝、聯治等內容的民族
主義。職是之故，太炎的民族主義最終是實現人類的解放與平等，更是以超越國家
的本質來思考地方自治與聯省政府的作用。質言之，我們其實不應完全以一時的政
治成敗得失去衡量某件歷史事件的價值與意義，而應將歷史事件放在一個更加廣闊
以及更加長遠的歷史角度來加以研究。這樣得出來的結論，很可能會出人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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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與「統一」的多元辯證： 

章太炎聯省自治思想的特質

（提要）

陳學然  韓子奇

本文的重點不在於研究聯省自治運動的發展史或其興起的社會政治背景，而在於探
究章太炎有關聯省自治政治思想的特質。本文特別指出這與他悉力追求個體獨立自
由的思想息息相關，同時也可用他自述學術發展次第所言「始則轉俗成真，終則回真
向俗」一語概括。就是說，章太炎從個體維護到國家存廢、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提
倡乃至聯弱制強的「聯亞」、「聯治」方案等等，均建基於真與俗、實有與假有的辯證
關係上，並且透過「分離」與「統一」的多元辯證，說明個體獨立自由的價值，進而闡
明再造共和的理念。透過有關研究，我們了解到章太炎的聯治思想不只追求地方「分
權」，也追求中央「集權」，讓新建「民國」在既分權又集權的基礎上達至國家統一。
綜觀章太炎從晚清到民初的言論，他不斷地因應時局變化，在個體獨立、地方分
權、國家統一與聯合亞洲各個方面，作多元化、多維度的探索和反思。

關鍵詞：  章太炎  聯省自治  聯亞  真與俗  實有與假有  分離與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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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ectics between Autonomy and Unification:
Zhang Taiyan’s Thought on Provincial Self-Rule

(Abstract)

Chan Hok Yin Tze-ki Hon

This article is not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provincial self-rule of the 1920s or the reasons 
that led to a demand for provincial self-rule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Rather, it 
examines the thought of Zhang Taiyan who, paradoxically, strongly supported provincial 
self-rule despite being a major leader of the young Chinese Republic. To explain this 
paradox,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Zhang’s unique approach toward autonomy and unification, 
whereby the two opposite political structures are understood as ineluctably connected and 
mutually dependent.
  Zhang’s unique approach toward autonomy and unification, the authors argue, is 
based on his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which he sees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provinces 
and nation, and different nations as parts of an organic totality in search of self-awareness 
and self-realization. As such, human organizations—including families, lineages, towns, 
cities, nation-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exist to help individuals achieve 
self-fulfilment. They are “dependent existences” (jiayou) that serve the “substantive 
existences” (zhenyou) of individuals. And yet, individuals will never be able to fully 
achieve self-fulfilment unless they become members of an organization. Hence, the 
“substantive existence” relies on the “dependent existence” and a low level of human 
organization relies on a higher level of human organization.
  This dialectics between “substantive existence” and “dependent existence” not 
only forms the basis of Zhang’s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also shapes his views on the 
importance of provincial self-rule, the nature of nation-state, the contribution of Pan-
Asianism, and the limits of anarchism. More importantly, it explains why Zhang constantly 
switched between supporting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supporting the autonomy of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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